一國兩制、困籠與突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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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處於十字路口


香港經濟無疑正處於十字路口。政治過渡的嚴峻考驗、金融風暴的衝擊，加上內部政治與社會的失調，強烈地震撼了我們的自信。一國兩制，經濟上反而好像對特區形成了一個困籠。我們本應向外進軍，成為中國的前線尖兵；但現時大多數都想北上，打通經脈，以圖自救或擴展。不過，國內各大城市對香港似乎不太相讓，連深圳也坦誠地批評香港的發展弱點。香港應如何自處和突破呢？

我的意見是：多從區域經濟學考慮，多看一點歷史，特別是地區和城市的興衰，少沉溺於過去自由放任經濟的“成功”模式，那很大程度上只是殖民主義和過渡政治的產物，其後遺症開始令我們疲於奔命。繁榮並非必然的，香港必須從以往的經濟錯失中自我糾正及創新，政府和商界都要更為積極。否則，後果誰知道？

一國兩制下的澳門

澳門終於宣佈發出三個新賭牌。它的經濟前路看來頗簡單：東方的拉斯維加斯；和以往不同的，這次是真正現代化的、企業化的東方拉斯維加斯---博彩、娛樂及旅遊的配套綜合體，而非以往殖民主義加黑幫滲透的混合物。

澳門經濟的遠景是否樂觀？我難以判斷，但起碼道路比較清楚；而且，從區域經濟學的角度來說，此一綜合體將可能達致核心(core)或至少是中心(centre)的優勢，其他國內或鄰近國家的城市要和它作相類競爭，難度將愈來愈高。反觀同是一國兩制之下的香港，仍然空懷大志，前路茫茫。十多個港的設想拋出了，但如何落實？香港可以成為什麼核心或中心呢？

固然，公平地說，澳門面對的只是幾十萬人的生計。香港的困難體積上是倍數。

“本地優勢論”對“要素流動論” 

我從九三年開始便認為，香港不應走“曼哈頓化” (Manhattanization) 的道路，因為在一國兩制下，中港之間沒有完全的資源(特別是人口)流動，單搞金融中心很難為幾百萬人提供充份就業；我同時亦對向地產傾斜的經濟結構及泡沫，不斷發出警告。
近來，我提出了優化二元經濟的意見，鼓吹政、商、學要組成“三角聯盟”，為香港經濟製造新的火車頭。在這轉軌時期，政府應該比以往更為積極(proactive) ，包括利用財稅誘因。轉軌成功後，政府的角色可考慮減低。
很明顯，我屬“本地優勢論派”，雖然我也同意增加要素流動對香港會有好處，起碼可減低香港的“困籠成本”。我在九八年的一篇文章(“泡沫破後，香港經濟往何處去？” <明報論壇>，八月二十四日) ，甚至指出如果真的找不到去路的話，香港便要考慮放棄經濟意義上的一國兩制----達致完全的資源流動！但那主要是防守性的建議，香港到時只會變為中國的“另一個城市”而已。離開困籠，不等如有什麼突破。
不過，特區政府最近的傾向，似乎專注於增強內地和香港的資源流動。高官們大談自由貿易協議，強調特區需要有本身的人口政策，乃屬跡象。我姑且稱這種觀點為要素流動論。它的合理基礎應該是，資源自由流動的話，市場自然會替香港經濟找到新的火車頭，不必政府作出太多干預。
克魯明的《地理與貿易》
這兩種不同觀點實有深入探討的需要，因為它們關乎特區的未來。

為此，我作了些區域經濟學的研究。知名經濟學者保羅克魯明(Paul Krugman)的《地理與貿易》 (Geography and Trade,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and MIT Press, 1991) 一書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刻。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喜歡向人推薦書籍(這絕對是好習慣)；我也願意向他推薦這本一百頁多些的小書。
同時，我亦感到現時部份的主流經濟學者真的走火入魔，無視現實一些最簡單的道理。其中之一，是經濟區域間資源流動不單是自由或不自由的問題。美國國內夠自由了吧，但它行業的空間分佈卻是非常地方化(localized)的。製造業就在東北，資訊科技集中在西岸和矽谷。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地方化(localization)其實是一同進行的。

奧妙就在這裏。怎樣應付全球化的挑戰？這不單是降低成本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創造本地的優勢，把自己確立為某幾個行業的核心或中心。就這點而言，增加生產要素的流動性(factor mobility)並非關鍵，創出某些本地化優勢(local niche)的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才是！

澳門似乎己找到它的本地優勢: 博彩、娛樂及旅遊的配套綜合體。而香港呢？澳門這種經濟發展策略，是政府主導的，整個投標的設計以至最終的決定就是明証。
香港的爭論在於，主流意見認為，生產要素的流動性可以解決根本問題，因為市場會決定香港經濟的最優結構，此所以政府拒絕以財稅政策去選取羸家。香港的羸家跟澳門的博彩業不一樣，但不知是誰！那麼數碼港、迪士尼樂園，又是怎麼樣選擇出來的呢？

不要誤會，我對特區政府的左搖右擺政策深表同情。這是於區域經濟的巨大重整中所常見的現象。成本及優勢迅速改變，私營企業不知應對，政府又手忙腳亂！

但是，如果特區政府不肯處理這些過去的錯失，不敢面對未來的挑戰，積極地與商界同心協力，重新創造香港的本地優勢(local niche)的話，香港可能要面對區域性的相對沒落。
沒有中心產業，專才為何會來？
一千或一萬個專才來港有何作為？如果香港沒有具優勢的產業(industry clusters )的話，他們會來特區嗎？
克魯明在《地理與貿易》裏分析產業往往聚於一起時，除了規模經濟、成本下降、及科技滿溢效應(technological spillovers) 等因素外，還從僱傭風險的角度來解釋。如果一個地方有一定數量的同一產業的公司，而且有上下游的相關產業圍繞，勞工市場便會出現“通用池”(labour market pooling)的效果，從而更能吸引高質素的專才，因為一家企業裁員，專家還有其他出路，或者向上下游遷移，失業風險就低得多。
反觀香港，過渡後政府及業界提出十多個中心，有幾個落實了？產業分散，優勢不顯，香港大概要付出很高的工資，才能補償專才們的就業風險溢價(employment risk premium) 。
區域間的競爭

就算生產耍素真的自由流動，它們也不會平均分配，甚至十分地方化。那麼，區域與區域之間，必然會就吸引要素(資金、人力等) 來展開競爭了，而財稅誘因是最常見的競爭工具，連美國也不例外。地方政府都各出其謀，提供財稅誘因，包括成立業發展管理局(state-sponsore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uthority) 、企業區(enterprise zones), 提供稅務優惠，以及對各類投資的貸款和債卷融資或保証等。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The State and Business Incentives: An Inventory of Tax and Financial Incentive Programs (Keon S. Chi, The Council of State Governments, 1989) 。無論如何，各個地方的實力和歷史發展不同，美國產業的空間分佈在競爭下還是非常地集中及不平均。

克魯明對加拿大於十九世紀後期通過經濟民族主義(economic nationalism)來建立一個有別於美國的經濟體系的闡明，亦頗有趣，雖然他只是引用他的同事畢保格(E. Buckberg)的研究。當時加拿大正陷於落後農業經濟的困境裏，人民紛紛遷移到美國，因為兩國間幾乎完全沒有要素流動的限制。終於，加拿大政府要在一八七八年實施“民族政策”(National Policy)，一方面提高關稅，迫使國民倚靠本地農業而非美國的農產品供應者；另方面則建設了國內的鐵路網絡，津貼東西(而非南北)交通。到後來，加拿大內部經濟達到一定規模，不再懼怕被美國邊緣化(peripheralized), 就反過接受自由貿易了！


克魯明的文筆流暢辛辣在經濟界是有名的(所以他現時在紐約時報寫專欄)，下面一段可見一斑:

“想像現時是一八六零年，而你正確地預計到鐵路交通的發明將會令你身處的大陸劃分為兩部份：一個具備核心的工業國家，和另一個沒有核心的農業國家。那麼，很可能你會倡議施行一種暫時的關稅，確保你能建立核心。當你取得製造業的決定性領導地位後，你就可以解除關稅----並向另一個國家就自由貿易的種種美德，高調地說教，因為它實際上己變成你的經濟殖民地了。” (《地理與貿易》，頁90)
如何創造地方優勢？


當然，克魯明的妙計有一破綻：那就是，另一個國家也可以推出同類政策！不過，這並非克魯明的主要意思。他只想說明一點，國與國、區域與區域、城市與城市之間，無時不在互相競爭。要素流動，只會流向有規模經濟、有優勢產業群和勞工共用池的地域，而政府在關鍵時期的政策，將會產生歷史性的影響。


世界經濟的一體化，看來並沒有改變此一格局。全球化並非最低成本的生產同一化；相反地，它很大程度上是生產優勢的地方化。故此，單是增加要素的流動性，而忽視地方優勢的創造，不能保証甚或維持任何地域的競爭力及福祉。


香港的決策者及主流論者，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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